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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居住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评价与分析 

——基于江苏 13 个城市的问卷调查
1
 

叶继红 

【内容提要】：基于生活满意度的“维度一区域一结构”分析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

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评价尚可，生活质量既存在区域性差异，又存在结

构性差异。生活质量的区域差异，可以看作是农民集中居住不同发展阶段的表征，大致代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不

同阶段和水平。结构性差异显示出生活质量内部各要素发展的不平衡，也凸显了生活质量指标中健康、居住环境、

自身教育等的重要性。同时发现，当前江苏尤其是苏南、苏中地区失地农民的生活逐渐从温饱走向小康，传统上视

失地农民为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看法需要改变，给失地农民去标签化。因此，可以将生活质量看作是江苏推进

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效果的“指示器”，并根据不同地区生活质量的实际，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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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征地拆迁、撤村并居或村庄整治而进入集中居住区居住和生活。江

苏是较早开展农民集中居住的省份之一，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生活究竟如何？有必要通过对他们生活质量的系统考察来解答，也

需要通过生活质量研究来检视目前集中居住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引言 

生活质量最早源于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目的的反思。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言，“重要的不是物品的数量，而是生活质量”

（Galbraith，1967），从而将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连在一起。之后，经罗斯托（Rostow）、坎贝尔（Campell）等人的发展，生

活质量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建构量化的测量指标体系。国外先后开发了用以反

映生活质量的“生活满意度”、“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指标，并最终形成了主观指标、客观指标，以及两种

指标相结合进行测量生活质量的方法。生活质量因而也被定义为“由包括客观指标和对生理的、心理的、物质的、社会的、情

感的幸福的主观评估所构成的总体的一般幸福”（Felce&Perry,1995）。国内生活质量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1985 年，

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在天津开展了千户居民生活质量调查，将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生活满意度）测量方法引入国内。随后

一些学者尝试将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结合起来，集中探讨了生活质量的主、客观指标之间的关系。2000 年以后，幸福感研究开

始为国内学者所关注，于是呈现出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幸福感三个方面研究并存的局面（风笑天，2007）。 

近些年来，随着撤村建居和农民集中居住的快速推进，失去土地的农民被集中安置进政府部门新建的居住小区（也称为农

民集中居住区）。失地农民（本文称为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开始引起学界关注。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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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福利变化情况反映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与福利有一定的关联，一些学者从福利变化的角度进行了调查

和研究。贾燕等（2009）基于江苏江都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认为，集中居住使得农户总体福利水平稍有提高，其中，农民的经

济状况、居住条件、发展空间、心理指标都有不同程度改善，但是社会保障、社区生活和环境进一步恶化。马贤磊、孙晓中（2012）

通过对南京和淮安两地失地农民调研后发现，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但并没有显著改善农户的家庭经济

状况、社会保障状况。伽红凯、王树进（2014）通过对苏州、扬州、宿迁三地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后认为，农户福利水平在土

地征收后有所提高，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集中居住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差异较大。而蒋和胜等（2016）通过对

成都市不同圈层的研究后发现，征地和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社会保障、社区活动和社会资源等功能。这些研究都

同意农民失地后总体福利有所改善，但在得到改善的具体内容上有所分歧，甚至结论相反。 

第二，从生活满意度方面反映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是反映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吴云青、张文静等（2015）

通过对天津市失地农民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失地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得分为 3.8 分，总体尚可。陈占锋（2013）通过对洛

阳、贵阳、天津三地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失地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不高，均值为 2.9 分。赵丹、黄莉鳗（2014）通过

对四川省荣县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失地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偏低。被调查者对失地后的生活表示满意的只有 19.8%,而回答

不满意的比例高达 81.2%。夏永久、朱喜刚（2013）通过对南京郊区拆迁安置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社区满意度评价整体偏低，

其中以就业环境、设施配套及地理空间维度尤为突出。不难看出，这些针对不同地区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

总体上以满意度偏低居多。 

第三，通过构建生活质量指数来反映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吴丽、吴次芳（2009）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12 个社区为例，

建构了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指数。研究发现，开发区内失地农民生活质量总指数的均值为 0.5678,生活质量总体位于较高水平，

且呈现出时间性、区域性的特点。尹雨晴（2014）对陕西杨凌示范区失地农民的幸福指数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该市失地农

民幸福指数为 65.12,表明幸福水平整体不太高，处于一般水平。虽然计量的彳示准不同，但可以看出不同区域失地农民生活质

量水平的确存在差异。 

以上从不同角度对失地农民生活质量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和了解该群体的实际生活状况，也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这

些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不同的研究者设定了不同的指标体系，一些研究的指标设计过于简单，相互间很难进行对比研

究;第二，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或指数既存在结构性差异，也存在区域性差异，但很少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第三，对于生

活满意度的研究，只给出了单维度生活质量得分，没有计算多维度生活质量得分，也没有阐明单维度与多维度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生活满意度（即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作为分析工具，首先建构一个相对完善的指标体

系，将“那些人们认为比较重要并可以据此判断其整个生活质量的所有事物”（InoguchiFujii，2009）纳入进来，完善已有的

指标体系。其次，从单维度和多维度两方面呈现失地农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并分析其区域性差异和结构性差异，形成生活质量

研究的“维度一区域一结构”三个向度（图 1）。第三，运用结构模型的方法，分析影响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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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建构、方法、数据来源 

1. 指标体系建构 

评价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是如何构建一套涵盖生活质量各领域的、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个体的生活质量水平可以由个体

对各个生活领域的满意度来反映，如健康、工作、休闲、教育、家庭、友谊、生活水平、邻里关系、居住环境等（周长城，2009）。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围绕生活质量的 7个方面（经济生活、居住出行、社会关系、休闲娱乐、社会保障、环境与健康），设计

由 18 项指标组成的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表 1）。 

表 1集中居住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指标体系 

名称 领域 测量指标 

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 

经济生活 

工作状况 

收入状况 

消费状况 

居住出行 

居住状况 

交通出行 

配套服务 

集中居住区居民 生活质量（生活满 意度） 

社会交往 
邻里关系 

社会交往 

闲暇生活 闲暇生活 

家庭生活 

婚姻生活 

家庭生活 

子女教育 

自身教育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环境与健康 

小区环境 

物业管理 

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2. 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的测量 

主观生活质量测量有单维和多维之分。单维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总体感受与评价。单维生活满意度的测

量均采用单项问卷形式，其计量方法为，对于“总体上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吗”的回答，分别有“非常满意”、“比较满意”、

“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采用 Likert（李克特）量表，分别赋值为“5、4、3、2、1”。得分越高，表明其生活满

意度水平越高，反之则生活满意度水平越低。 

多维生活满意度是累加的结果，它反映的是“人们对各个不同领域（比如收入、住房、业余活动、家庭生活等）的满意度

根据每个领域的相对重要性加权后的总和”（英格尔哈特，2016）。其计算方法是，先按照单维度生活满意度的计算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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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在 18 项指标上的满意度得分，然后根据各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各城市多维度生活满意度得分。指标权重的设计采用的是主

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法。主观赋值法采用德尔菲法（Delphimethod，又称为专家咨询法），邀请 20 多位相关专家对评价指标进

行两两比较得出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然后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得到各评判指标的相对权重。客观赋值法

采用主成分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来确立指标权重。根据因子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因

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将主因子表示为其所包含的各个变量的线性组合（田水承、薛明月，2013）。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建

立起各个主因子与其所包含的各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而回归方程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即因子得分系数，反映了自变量的变

化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将这些回归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就可以得到各自变量在其主因子上的权重值。 

3. 结构模型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方法。通过建立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结构方程可以分析生活

满意度的内部结构关系。本研究将生活质量的诸要素看作是影响其生活质量的因素，分析这些要素对于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在建立结构方程之前需要通过因子分析抽取代表生活满意度的主因子，然后分析各主因子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4.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生活满意度的问卷调查。在查阅文献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设计了用以反映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调

查问卷，其中包含 18 个主观满意度指标，每项指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进行测量，分数越高表示满意程度越高。课题组 2016

年 4_6 月份对江苏 13 个城市进行问卷调查，其中苏南 5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苏中 3市（南通、扬州、泰州），

苏北 5市（淮安、宿迁、盐城、连云港、徐州）。课题组采用入户调查法，每个城市随机选取 2个拆迁安置社区，发放 100 份，

13 个城市共回收 1099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84.5%。从样本的地区分布来看,各个城市的样本分布比较均衡，大致保持在 6.1%

—8.6%之间。其中，苏南地区占 41.2%，苏中地区占 23.4%，苏北地区占 35.4%（表 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所示（表 3）。 

表 2样本的地区分布 

 频率 百分比 

苏南 

地区 

苏州 95 8.6 

无锡 93 8.5 

常州 82 7.5 

南京 94 8.6 

镇江 88 8.0 

苏中 

地区 

南通 74 6.7 

扬州 89 8.1 

泰州 94 8.6 

苏北 

地区 

徐州 88 8.0 

连云港 79 7.2 

淮安 70 6.4 

盐城 86 7.8 

宿迁 67 6.1 

合计 109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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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调査样本的基本情况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529 48.1 

女性 570 51.9 

年龄 

25 以下 54 4.9 

26-35 297 27.0 

36-45 284 25.8 

46-55 279 25.4 

56
_
65 120 10.9 

65 以上 65 5.9 

文化 

程度 

小学及以下 153 13.9 

初中 323 29.4 

高中 280 25.5 

大专 206 18.7 

本科及以上 137 12.5 

婚姻 

状况 

未婚 99 9.0 

已婚 965 87.8 

其他 35 3.2 

入住 

年限 

1 年以内 131 11.8 

1-2 年 189 17.2 

2-5 年 369 33.6 

5_10 年 300 27.3 

10 年以上 111 10.1 

 

三、结果分析 

1. 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基本状况 

统计显示（图 2），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在两个维度上的均值分别为 3.589（单维）和 3.564（多维）。可见，无论

在哪个维度上，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均值都在 3.5 分以上，生活满意度水平总体尚可。同时，单维度生活满意度大于

多维度生活满意度之和，但两个维度计算出的生活满意度总体上偏差较小，除了连云港（一 0.208）、南京（0.146）、泰州（0.137）、

盐城（一 0.128）四地偏差较大外，其他地区都在 0.1 以下。两种方法计算出的满意度得分非常接近，偏差仅为 0.025。这说明，

总体上单维度生活满意度可以大体上反映总体生活质量。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地区差异，本研究对各地区满意和不满意的维度总量进行了计算。计

算方法为，将每个被调查者回答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计为满意维度，回答为“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计为不满

意维度，然后分别进行加总(Inoguchi，2013)。结果显示，无锡(11.5)、南通(11.3)、扬州(10.7),苏州(9.8)4 市的满意度总量

排在前四位，而宿迁(2.7)、徐州(2.3)、淮安(2.2)、连云港(2.0)4 市的不满意总量排在前四位(表 4)。显然，不满意总量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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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 4个城市都位于苏北地区，而满意度得分较高的 4个城市都位于苏南、苏中地区，显示出显著的区域差异。 

 

表 4生活满意度维度表现与维度数值 

 
维度表现 维度数值 

最满意 最不满意 满意 不满意 

苏南 

地区 

苏州 婚姻生活 自我教育 9.8 0.9 

无锡 配套服务 自我教育 11.5 0.7 

常州 婚姻生活 社会保障 8.7 1.1 

镇江 婚姻生活 自我教育 9.2 1.0 

南京 家庭关系 自我教育 9.7 1.8 

苏中 

地区 

南通 婚姻生活 自我教育 11.3 0. 6 

扬州 婚姻生活 自我教育 10.7 0.5 

泰州 婚姻生活 自我教育 8.2 1.2 

苏北 

地区 

徐州 婚姻生活 收入状况 8.5 2.3 

连云港 婚姻生活 社会保障 9.1 2.0 

淮安 婚姻生活 小区环境 8.2 2.2 

盐城 家庭生活 小区环境 8.0 1.0 

宿迁 婚姻生活 收入状况 7.5 2.7 

 

从满意的项目来看，婚姻和家庭生活几乎是各个城市最为满意的项目。从不满意的项目来看，苏南与苏中地区最不满意的

主要是自我教育、社会保障，而苏北地区则是收入、社会保障和小区环境，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性。如果以满意维度为纵坐标，

以不满意维度为横坐标，就会形成坐标图。从坐标图上不难看出（图 3），无锡、南通、扬州、苏州、南京 5个城市为第一象限，

代表满意项最大、不满意项最小的类型（A 类）；镇江、连云港、徐州、淮安、宿迁 5 市为第三象限，代表不满意项最大、满意

项最小的类型（C类）;而常州、泰州、盐城为第二象限，代表满意项与不满意项双低的类型（B类），在水平上介于上述两种类

型之间。 

表 5显示，A类城市中有 3个位于苏南地区、2个位于苏中地区，C类城市中有 4个位于苏北地区、1个位于苏南地区，B类

城市中 3 个城市分别位于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这表明，总体趋势上集中居住区居民的满意度苏南要好于苏中地区，苏中地

区又好于苏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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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水平比较 

类型/水平 地区分布 

A 类 无锡、南通、扬州、苏州、南京 

B 类 常州、泰州、盐城 

C 类 镇江、连云港、徐州、淮安、宿迁 

 

生活质量的区域性差异反映了生活质量的一个向度，与此同时，生活质量内部各要素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生活满意度各维度的现状表现及改进策略，我们引入重要性指标（以各个具体满意度维度的权重来表示），以

满意度得分为横坐标、以重要性得分为纵坐标，形成一个坐标图。18 项满意度指标分布在四个象限内（图 4），其位置分布显示

了需要改进的内容和次序。 

2
 

第一象限代表了满意度和重要性得分都较高的区域（高度关注区）。婚姻生活、家庭生活、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邻里关系、

                                                        
2取 9.5 作为纵坐标的分界线，是由最高值（11.5）和最低值（7.5）的平均值决定的。 

取 3.5 作为纵坐标的分界线，是因为 3.5 处于“比较满意”和“一般”的正中间，高于 3.5 则靠近“比较满意”，低于 3.5 则靠近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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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往这 6项指标，落在了该区域。说明集中居住区居民对健康和家庭较为关注,也较为满意，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第二象限代表了满意度高但重要性低的区域（继续改进区）。交通出行、配套服务、闲暇生活这 3项指标落在了该区域，这

些指标的满意度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第三象限代表了满意度和重要性得分都较低的区域（后续改进区）。工作状况、收入状况、消费状况、居住状况这 4项指标，

落在了该区域。这说明，一方面相对于健康等非物质要素而言，收入、消费等物质性要素逐渐降低为次要方面，但另一方面，

实际的收入与消费又没有达到集中居住区居民的预期水平，因此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居民就业和收入的持续增加。 

第四象限代表了重要性高但满意度低的区域（急需改进区）。子女教育、自身教育、小区环境、物业管理、社会保障这 5项

指标，落在了该区域，说明这些方面对集中居住区居民来说比较重要，但相关的服务或条件又不令人满意，因而急需改进和提

升。 

2. 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在建立结构方程之前，需要通过因子分析抽取代表生活满意度的主因子。运用 SPSS20.0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选用最大方

差正交旋转法，保留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18个题项调查数据的 KMO值为 0.838,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 2950.303,P 值为 0.000,

说明适合作因子分析。最终得到 5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 61.357%（表 6）。 

表 6测量指标因子分析结果 

公因子 因子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因子载荷 

公因子 1 

收入状况 

5.931 32. 951 

0.835 

消费状况 0. 735 

工作状况 0. 635 

社会保障 0.515 

闲暇生活 0. 485 

公因子 2 

物业管理 

1.569 8.716 

0.802 

居住状况 0. 694 

配套服务 0.585 

交通出行 0.572 

公因子 3 

婚姻生活 

1.329 7.385 

0. 830 

家庭生活 0. 821 

子女教育 0.561 

自身教育 0.513 

公因子 4 
邻里关系 

1.152 6. 397 
0.875 

社会交往 0. 864 

公因子 5 

心理健康 

1.036 5.907 

0. 757 

身体健康 0.563 

小区环境 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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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建构了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结构模型，该模型包含 5个潜变量和 25 个观测变量，其中满

意度为内生潜变量，生活满意度是通过“总体上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吗”来度量。物质生活与闲暇、居住环境、家庭生活、

社会网络、健康为外生潜变量，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存在着相关关系，因而该模型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

模型。此外，观测变量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收入、地区为个体特征变量。 

为考察各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是否合理，对结构模型进行检验和修正。删除了社会网络、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不显

著的因素。经过数次修正后，模型拟合结果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水平。结果显示，X
2
/df=2.490，CFI、GFI、IH 和 NNFI 都达到了

大于 0.9 的标准，表明模型适配度非常好。虽然 NFI、AGFI 未达 0.9 的标准，但介于 0.8-0.9 之间表示模型拟合度可以接受（钱

佳、汪德根、牛玉,2014）（表 7）。总的来说，修正后的模型拟合度较好，拟合结果比较理想（表 8），因此选择为最终模型（图

5）。 

 

表 7修正模型评价结果 

 X
2
/df RMSEA RMR GFI NFI IFI CFI AGFI PGFI PNFI PCFI 

判断 

标准 
<3 <0.1 <0.5 >0.9 >0.9 >0.9 >0.9 >0.9 >0.5 >0.5 >0.5 

模型 

参数 
2. 490 0. 064 0. 060 0.915 0. 861 0.912 0.910 0. 872 0.606 0. 630 0.666 

结果显示，居住环境、婚姻家庭、健康都在 5%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物质与闲暇生活是在 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同时人

口统计变量值中地区、个人收入也在 5%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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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模型路径系数拟合结果 

路径 标准化回 归路径 P 值 检验结果 

生活满意度←物质与闲 暇生活 0. 261 0. 074 接近显著 

生活满意度←居住环境 0. 310 0.014 影响显著 

生活满意度←婚姻家庭 0.288 0. 044 影响显著 

生活满意度←健康 1.330 0. 000 影响显著 

生活满意度←地区 0.108 0. 039 影响显著 

生活满意度←个人收入 0.154 0.017 影响显著 

健康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首要因素，影响系数达到 1.33(p<0.001)。这表明，被调查者健康状况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其

中，“心理健康”的路径系数最大(0.62)，其次为“身体健康”(0.55)，说明集中居住区居民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较为重视。

这两项均值分别为 3.707,4.023,表明被调查者对身体健康的满意度要远大于对心理健康的满意度。问卷显示，分别有

18.2%.21.8%的被调查者表示身体状况和心理平衡能力较差。一项研究也表明，50%的失地农民都存在健康状况差或患有不严重

的疾病的现象，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情绪焦虑或抑郁(Ying Liang,Wanyi Lu&Wei Wu，2014)。因此，失地农民的健康问题不容忽

视。 

居住环境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影响系数达到 0.31(p<0.05)。这表明，被调查者居住环境越好，生活满意

度越高。其中，居住状况的路径系数最大(0.92)，其次为物业管理(0.80)。征地拆迁后，集中居住区居民平均每户分到 1.8 套

房屋，家庭住房平均为 165.8m2，人均住房面积为 42.3m2，这一数据低于 2016 年江苏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56.9m2，表明征地拆迁

后他们的住房面积有所缩小，但仍然高于当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40.3m2。从家庭主要设备来看，彩电、冰箱、洗衣机、空

调等设备普及率很高，几乎都在九成以上，而数字电视(70.9%)、电脑(63.0%)、私家车(54.6%)的拥有率也占了相当的比例。然

而，被调查者对居住的满意度分值却不高，只有 3.413。究其原因，居住区存在小区配套服务(50.0%)、卫生环境(41.4%)、房屋

质量(28.9%)、地理位置(15.8%)、户型设计(15.6%)等问题，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被调查者对物业管理的满意度分值

也不太高，只有 3.217。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拆迁安置社区物业管理与服务不完善有关。 

婚姻家庭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影响系数达到 0.29(p<0.05)。这表明，被调查者婚姻家庭生活越好，生活

满意度越高。问卷显示，85.0%的被调查者表示家庭关系“很好”(39.8%)和“比较好”(45.2%)；四分之三(74.4%)的家庭在夫

妻相互尊重方面做得“很好”(22.9%)和“比较好”(51.5%);“商量着办”成为集中居住区居民家庭的首选，达到 62.4%，而由

“丈夫”(17.7%)、“妻子”(10.6%)、“老人”(5.1%)等决定的比例较低。被调查者对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分值也分别

达到了 4.319,4.271。所有这些都表明，集中居住区居民家庭的婚姻家庭关系较为和谐。而从子女教育和自身教育来看，二者的

路径系数基本相当，说明子女教育已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集中居住区居民也因失地后出现就业难而认识到知识和教育的重要

性。这两项的均值分别为 3.137、3.313,可见被调查者对两者的满意度都不高，尤其是对子女教育不满意。当前子女教育费用支

出已成为普通居民家庭尤其是失地农民家庭一项沉重的负担，影响了失地农民家庭的生活满意度。 

物质与闲暇生活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又一个因素，这表明，被调查者物质与闲暇生活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但影响程度

相对较低，只有 0.26（p＜0.1）。这一研究与有的研究者认为经济收入是影响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影响系数最大）

有所不同（陈占锋，2013）。在该维度中，收入（0.71）与闲暇（0.70）的路径系数基本持平，这一方面说明闲暇已上升到几乎

与收入平等的位置，凸显了闲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相对于健康、居住、教育等因素，收入已不再成为制约失地农民生

活的最主要问题。调查显示，当前在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稳定就业率在 63.8%;工资收入（55.2%）、房租收入

（23.0%）、经营收入（11.7%）成为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家庭平均收入为 7.9 万元。再从消费来看，苏南地区集中居住区居

民最主要的消费支出项目为食品消费、衣住用消费、文教娱乐消费，分别占总体的 35.6%、28.5%和 13.6%，其恩格尔系数（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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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处于“富裕”水平
3
。而从休闲娱乐来看，情况却不太乐观，问卷显示,57.6%的被调查者表示文化生活较为单调，尤其是苏北

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单调率达到了 67.4%。因此，集中居住区文化建设亟待加强。 

此外，从个体特征来看，收入和地区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收入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不同地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

差异，越是靠近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评价总体尚可。说明江苏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政策对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

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政策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单维生活满意度均值大于多维生活满意度均值。可能的解

释是，被调查者对于自身的生活总体上感觉满意，但一旦具体到生活的某一领域，如生活成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城市交

通等方面，则会感觉不太满意，因而造成了生活满意度的下降。这也说明，生活质量的各领域存在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虽

然“一个领域的满意弥补了另一个领域的不满意”（英格尔哈特，2016），但加权后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有所下降。然而，这并不

能否定单维生活满意度的代表性，它能够大致反映和代表集中居住区居民对生活的总体感受，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能会高

估研究对象的满意度水平，进而影响政策实施的科学性。因此，需要将单维和多维生活满意度结合起来使用，从而更加精准地

测定研究对象的生活质量水平。 

第二，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存在一定的区域性差异。总体上，苏南、苏中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

主观感受要好于苏北地区，三大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呈阶梯状依次递减态势。江苏三大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

质量差异实质上是三大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一个缩影。同时可以将这种差异看作是农民集中居住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的表

现。总体上，苏南、苏中代表了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相对成熟的、中高级发展阶段，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基本实现的阶段。苏北

地区则代表了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初级阶段，城乡一体化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当前苏南、苏中两大区

域与苏北地区的主要差异，仍然表现在就业、收入与消费等经济生活方面，而在社区硬件设施与居住环境方面的问题相对容易

解决。因此，从提升经济生活质量的角度，如何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加大区域经济发展，“不断创造更多的就业、收入、商品和

服务”（苏珊•奥普、杰弗里•奥斯古德，2016），促进农民非农化和城镇化，提升其人力资本素质与自我发展能力，仍然是苏北

地区以及其他类似地区未来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工作重点。 

第三,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存在一定的内部结构性差异。当前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在物质与闲

暇生活、居住环境、婚姻与家庭、健康等维度存在一定的内在差异。传统上对失地农民生活质量的关注，主要侧重征地补偿、

就业与社会保障、收入与消费等结构性要素，而近些年来健康、环境、休闲文化等因素受到重视并被纳入进来，从而使得生活

质量的结构体系不断趋于完善。这表明，随着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因素逐渐被健康、环境等非物质因素

所超越，物质因素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尤其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南地区。这也基本符合英格尔哈特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判

断。英格尔哈特（2013）认为，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与工业社会的进步，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从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即

从优先强调物质温饱和安全转变为更强调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在后物质主义时代，对环境、健康、教育、休闲的重

视成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显著的特点。 

第四，综合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得分以及非物质要素的重要性上升，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正在由温饱型

向小康型转变。从恩格尔系数来看，江苏失地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为 36.9%，虽然由于土地被征用可能会使他们的恩格尔系数有一

定幅度的上升，不过总体上还属于富裕中下的水平。一段时间以来，失地农民由于“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保障无份”而被贴

上新“弱势群体”的标签。当前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使得传统上视失地农民为“弱势群

                                                        
3根据国际上通行的评估标准，恩格尔系数在 30%—40%之间为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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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固有印象与定位发生改变，要求给失地农民去标签化。这也预示着以苏南地区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已从“谋生活”

向“品质生活”的方向发展。 

本研究的启示在于，生活质量因其“维度一区域 1 结构”向度而呈现出复杂的样态，而要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的生活质量特

征，形成对于生活质量的整体性、全面性认识，就离不开对生活质量进行“维度一区域一结构”分析。同样，在政策实践中，

也要根据生活质量的这一特点采取不同的推进策略。例如，对于苏北地区，重点是提升失地农民的收入、社保等物质层面的福

利水平;而对于苏南、苏中地区，重点是提升失地农民的教育、健康、休闲等非物质层面的福利水平，从而做到精准施策、科学

施策，最终实现人的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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